
论文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基于西北Ｇ省县级政府的实证分析
何文盛　 何忍星

【摘要】县级政府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实际
上相比其他层级政府，县级政府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展较慢，改革效果不尽
人意。论文基于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选取西北Ｇ省县级层面相关工作
人员收集的一手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压力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资源禀赋对改革成效
均产生了直接正向影响；制度压力可分别通过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间接
提升改革成效；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和改革成效之间起到了
链式中介作用。此外，资源禀赋强化了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但抑
制了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积极效应。研究明晰了制度压力影响改革成效的作
用机制，为进一步促进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质增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成效　 制度压力　 作用机制　 县级政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４ － ００３６ － １９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世界各国保护主义凸显，逆全球化潮流涌现，经济增长形势放缓。

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等问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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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着财政收入乏力、刚性支出扩张的财政困境。预算绩效管理①将绩效理念
和方法融入预算管理之中，实施“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旨在优化预算资
源分配、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强化预算绩效监督问责等。已有研究表明，
省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通过提升财政支出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以
及提高财政透明度等方式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王雪平、王小平，２０２２）。县级
政府作为与社会公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级政府，不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维
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还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最后
一公里”。县级政府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结果直接影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
成败，必须深入探寻影响县级政府改革成效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诸多学者运用归纳推演或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法律制度（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经济水平（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组织文化（Ｍａｕ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能力
水平（吴锋，２０２２）、领导支持参与（牟治平、肖汉宇，２０１５；Ｇｕｚｍａｎ，
２０２０）、部门协同（何文盛、蔡泽山，２０２０ａ）等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影响
（Ｈｏ，２０１８；赵早早、何达基，２０１９）。一些学者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了多种
关键因素的组合对省市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影响（李佳鹏、王红梅，
２０２２；何文盛、蔡泽山，２０２０ｂ）。部分学者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了项目绩效、
项目规模、项目年限、项目本身的政治内容、政策类型等对项目预算变化的影
响（Ｐａｒｋ，２０２２；Ｇｉｌｍｏｕｒ ＆ Ｌｅｗｉｓ，２００６；Ｓｏｈ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还有学者运用调
查问卷收集了美国５０个州的立法和行政预算人员的感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立法和行政支持、人财物资源基础、绩效衡量系统等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非
常重要（Ｍｅｌｋｅｒｓ ＆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２００１）。然而，关于不同因素对改革成效的实际
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等方面尚未充分挖掘。特别是立足中国县级政府情境，对于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更为有限。另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
效除了绩效信息运用于预算分配决策之外，还包括节约政府成本、提高财政绩
效、改善管理决策等（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 Ｍｅｌｋｅｒｓ，２０００；Ｍｅｌｋｅｒｓ ＆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２００１；Ｍｅｌｋｅｒｓ ＆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２００５）。为深入促进中国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提质增效，必须了解掌握关键因素如何影响改革成效，以便抓住主要矛盾带
动全局工作。因此，本文运用定量分析探究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中关键
因素对改革成效的实际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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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西方国家的绩效预算概念与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概念都统一为“预算绩效管
理”。西方国家的绩效预算核心在于使绩效决定预算。然而实践中预算分配更多地取决于政
治因素，真正实现绩效结果与预算分配决策挂钩十分困难，绩效预算达到管理改善和计划改
进目的更加贴近实际。Ｈｏ （２０１８）将绩效预算重新定义为“绩效预算管理”，强调将绩效管
理融入预算准备、拨付、执行、调整以及评估等整个预算周期来实现各种管理目的，凸显了
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的管理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的内在变化
路径是以管理向度为初衷推动改革并逐步向政治向度扩展，不过始终以改善管理领域的问题
作为主线（赵早早、何达基，２０２３）。



近年来，学者们将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公共部门研究中，探究
制度压力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赵强，２０１５）和资源禀赋对政府绩效的影响
（Ｚｈａｏ ＆ Ｆａｎ，２０２１）。中国地方政府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也是在自上而下的
制度压力下进行的，同样受到自身资源的影响（何文盛、何忍星，２０２２）。新制
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此外，公共部
门的领导一直以来是行政改革关注的焦点（Ｓｕｎ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也离不开领导者的支持（Ｈｏ，２０１８）。与此同时，在不同的组织文化
背景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效果也有所差异（马蔡琛、潘美丽，２０２２）。为了丰
富现有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压力型体制”的实践场景，结合新制度主义与
资源基础理论，以“制度压力－改革成效”为主线，选择Ｇ省县级政府为研究
对象，探究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资源禀赋对县级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成效的影响。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
文化、资源禀赋对改革成效产生了直接影响吗？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是
否在制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资源禀赋是否在制度压力与改革
成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尝试厘清制度压力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作用
机制，打开制度压力影响改革成效的“黑箱”。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方法上，运用定量研究检验制度压
力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影响，探究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和资源禀
赋在其间的作用机制，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提供经验证据。二是研究对象
上，聚焦县一级政府，丰富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相关研究。三是研究
视角上，将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之中，丰富
公共部门改革创新和绩效生产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处于相同环境的组织会产生趋同现象

（Ｄａｃ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并且，运用制度同构来解释组织的同质化过程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即个人或组织寻求合法性时需要遵守特定的制度规
则（Ｇｅｏｒｇ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
确定了制度同构的三种类型，即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的同构，演化成了三
种制度压力。强制压力主要来自政府法规和政策；模仿压力来自模仿其他成功
的组织所采取的行动；规范压力来自正规教育或专业组织的建议（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Ｇｅｏｒｇ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压力型体制”是对中国政府运行模式的典型总
结，生动描绘了中国各级政府是在多重压力驱动下运行的，其中自上而下的政
治行政命令是最为核心的压力（杨雪冬，２０１２）。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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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３４号文聚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提出详细指导意见。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党政联合发文即“高位推动”，
形成了自上而下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政治行政压力。此外，同级政府或部
门单位的赶超压力、专家学者或专业协会强烈建议推进改革的规范压力等，都
促使县级政府加快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资源与组织的生存、管理和有效性密切相关（Ｃｈａｎｇ，２０２１）。资源基础理
论认为组织拥有的资源是驱动自身绩效的主要因素，拥有优质资源的组织能够
产生竞争优势，拥有价值性、稀有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资源的组织可以获
得可持续竞争优势（Ｅｌｂａｎｎａ ＆ ＡｂｄｅｌＭａｋｓｏｕｄ，２０２０）。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过程
中，为数据收集提供充足的资金、提升工作人员能力、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等对
于在预算编制中使用绩效评估至关重要（Ｗａｎｇ，２０００）。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也
离不开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的支持。在中国西北地区，大多县（区）因人力
资源有限、财力资源匮乏、物质保障不足等极大地影响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
质增效（何文盛、何忍星，２０２２）。

由此，本文将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之中，
探究制度压力、组织文化、领导行为、资源禀赋等对改革成效的影响，为县级
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研究假设
１ ． 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从“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至“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再到“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中央层面的政策要求对省级政府施加了政治行政压力，省级政
府的政策要求进一步对市（州）县（区）施加了政治行政压力，不断增加的政
治势能都是强制压力的体现，直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化（何文盛、杜
丽娜，２０２１）。其他地区或部门的改革效果凸显，引起本地区或单位的学习模
仿，带来了模仿压力；专业机构或专家学者的改革建议和要求带来了规范压力，
这些制度压力都促进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化。有学者关注了美国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的法律基础，结果发现大多数州都有推进该项改革工作的法律或
行政要求，其中州的法律内容较为全面详细，与预算决策中更多地使用绩效信
息之间存在积极关系，即法律的存在增强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合法性和后续
应用（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制度压力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具有正向影响。
２ ． 领导行为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公共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领导层，没有强有力的领导，

实施改革的可能性较低，而获得有远见的领导者们的支持和参与，可以帮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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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各种利益，使得改革取得渐进式进步（Ｈｏ，２０１８）。有学者比较了智利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中四个政府部门的绩效信息使用情况，发现部门高层领导对
绩效的关心是绩效信息系统成功的关键（Ｇｕｚｍａｎ，２０２０）。在中国省级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中，领导层可以为推动改革提供直接动力，如年轻的省委书记可能
更愿意承担风险和接受改革以获得政治成就和职业晋升（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如
果部门领导对预算绩效管理有清晰的认知，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正向激励方式
凝聚组织力量，形成改革努力氛围，那么也容易产生积极的改革效果（赵早早、
何达基，２０１９）。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具有正向影响。
３ ． 规则导向型文化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长期以来，组织文化一直被认为是组织绩效的驱动力（Ｂｏｙｃ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组织文化的类型多种多样，如任务导向型文化和规则导向型文化
（Ｇ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团队文化、理性文化、等级文化和发展文化（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等级制、程序性、稳定性、分工化等是科层制政府组织的固有特
征。当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所依托的官僚机构仍较为重视程序化规范运作，
而非预算约束下的绩效最大化（吴锋，２０２２）。规则导向型文化强调尊重权威、
程序合理、工作分工以及规范化等（谭乐等，２００８），这也是当前大多数政府机
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时所持有的典型特征。如若相关部门、单位或人员之间合
理分工、各司其职、相互协作，保证预算绩效管理运作程序的有序运行，那么
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规则导向型文化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具有正向影响。
４ ． 领导行为的中介作用
领导支持和认可部门主管的绩效工作，对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班子来说尤其

重要（Ｍｅｌｋｅｒｓ ＆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２００５）。在中国，领导支持、认可和参与体现在多
个方面，如成立工作专班、召开重要会议、作出指示批示等。制度压力是影响
领导认知和注意力的重要刺激因素。如果立法机关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通
过立法方式强制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这不仅为改革者提供了法律依据，也
促使其高度重视改革任务，持续推进改革深化（Ｈｏ，２０１８）。中国各级政府在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部门领导受到了上级部门或领导要求实施改革
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将有效的注意力资源分配到改革之中，采取多次开会讨
论、作出肯定性批示、规范工作流程、开展调研培训等一系列积极行为来推进
改革。领导支持和参与等行为可以在制度压力的驱动下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成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５ ． 规则导向型文化的中介作用
文化嵌套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环境中（Ｈｏ，２０１８）。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３）在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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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提出三种制度同构模式的基础上，认为制度是由规则、规范和
文化认知要素组成的系统，这三个要素又可被称为制度的“支柱”，它们都为社
会生活的稳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支持模式。这三种支柱通过影响组织人员的认
知、信念和判断，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和内化（Ｍａｕ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中国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中央层面的高位推动、省级层面的积极响应，
增强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制度压力，强化了规则导向型的组织文化，从而帮助提
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规则导向型文化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６ ． 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
制度要素通过组织中工作的人员进入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实践的判断受到

他们的认知和信念的影响，认知和信念又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制度
环境影响组织人员的认知和信念、理解实践的能力、解释实践及其价值的方式，
采纳实践的动机（Ｋｏｓｔｏｖａ ＆ Ｒｏｔｈ，２００２）。组织规则通常会影响组织内部成员
的行为，由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形成的组织文化可以决定和反映成员的价值观、
信仰和态度。当政府部门或单位感受到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多重制度压力
时，组织文化将转变为以尊重权威、遵守规则和程序、强调专业分工等为核心
特征的规则导向型文化，促使领导采取定期开会讨论、设置工作机构等积极行
为，从而改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
起链式中介作用。
７ ． 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
制度压力一定能够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吗？其实并不尽然，如果缺

乏改革资源，制度压力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在预算中实施绩效评估，
包括制定绩效指标和进行绩效分析，如果没有适当的财政和技术支持，那么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徒劳的（Ｗａｎｇ，２０００）。绩效信息能否被使用至预算决策过
程中受到许多关键性因素的影响，除了是否存在合适的人员，还包括是否有充
足的信息技术来存储、分析以及发布绩效信息（Ｈｏ，２０１８）。人们普遍认识到，
以往改革的主要问题包括缺乏领导支持和承诺，行政和立法部门不够重视组织
文化和变革举措，特别是人力和技术资源的缺乏进一步阻碍了改革进程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 Ｍｅｌｋｅｒｓ，２０００）。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时，县
级政府虽然面临多重制度压力，但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较为缺乏，难以
满足改革所需，极大制约了改革成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７：资源禀赋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在资源禀赋水平越高的情况下，制度压力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

·１４·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
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水平下，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影响效应

也可能产生变化。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或部门，可以促使领导充分运
用现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从而提升领导行为
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效应。另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或部门所面临的
财政或经济压力较小，领导或可能难有动力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从而
减弱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正向影响效应。正如在经济太过富裕的情
况下，部门或单位不存在财政压力，那么其推行预算绩效管理的动力就不太大
（赵早早、何达基，２０１９）。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８ａ：资源禀赋在领导行为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
用。在资源禀赋水平越高的情况下，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正向
影响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

Ｈ８ｂ：资源禀赋在领导行为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
用。在资源禀赋水平越高的情况下，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正向
影响效应越弱，反之则越强。

总体来看，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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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的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Ｇ省县级层面党委、政府以及事业单位相关财务或

绩效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选择Ｇ省县级层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Ｇ省虽处于西部地区，但其县（区）发展情况与其他地区呈现出相似特征，
即各县（区）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方式等多方面的不同，呈现明显的
高、中、低经济发展差距。经济水平较高与较低的县（区）之间差异尤为突出，
而Ｇ省各县（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处于东部和中部省份的中间水平，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二是在开展Ｇ省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研究课题过程中，可以向承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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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工作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具有较大的数
据可得性。

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每个变量所对应的量表被单独
呈现在一个页面上。回答者必须答完一个变量的题项之后，才能进入到下一个
页面，回答下一个变量的题项。２０２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２年１月进行初步设计问卷
的发放，主要是检验问卷的信效度，剔除部分题项，调整优化问卷。２０２２年９
月至１１月进行调整优化问卷的发放。共回收问卷６２０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
选项基本一致、非县级部门或单位工作人员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４５５份，
回收率约为７３ ３９％。样本的基本情况为①：男性占比４８ １３％，女性占比
５１ ８７％；正科及以上占比３ ５２％，副科及以下占比９６ ４８％；本科以下占比
１８ ９０％，本科及以上占比８１ １０％。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研究变量为制度压力、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资源禀赋、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大多变量参考先前研究已多次使用的成熟量表②，采用李
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１表示“非常不符合”，５表示“非常符合”。

制度压力（ＰＲＥ）是指县级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的压力感知。参考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Ｌｉ ＆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３）的题项设计，共包
含４个题项，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９１０。测量题项如“上级要求重视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工作”。

规则导向型文化（ＣＵＬ）是指强调尊重权威、遵守规则、程序规范以及工
作分工等特征的规则导向型文化（谭乐等，２００８）。参考Ｖｉｃｔｏｒ ＆ Ｃｕｌｌｅｎ
（１９８８）、Ｇ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对于规则导向型文化的题项设计，包括３个题
项，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７７１。测量题项如“在这里，遵守部门／单位的规
章制度和程序是很重要的”。

领导行为（ＬＥＡ）是指县级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人员感知到的部门或单位领
导积极参与和支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事项的程度。领导对某事务的参与和支持
程度也反映了其对该事务的重视程度。参考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对“高层管理
人员参与”的题项设计以及财政部印发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
行）》 （财预〔２０１１〕４３３号）对“领导重视”的评分标准，包含４个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９５７。测量题项如“本部门／单位领导就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多次做出指示或部署”。

资源禀赋（ＲＥＳ）是指县级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自身的人力、财力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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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未完全展示研究样本的分布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未完全展示变量的测量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质资源基础能否满足改革需求的感知情况。参考Ｌｅｅ ＆ Ｗｈｉｔｆｏｒｄ （２０１２）、何文
盛和蔡泽山（２０２０ｂ）的变量设计，经改编形成资源禀赋的测量方式，包括４个
题项，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９８１。测量题项如“本部门／单位有足够的人员
来做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ＥＦＦ）是指２０１８年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后，
县级部门或单位工作人员对自身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效果的感知，如控制节
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管理决策、提高政策或项目效率等。参考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 Ｍｅｌｋｅｒｓ （２０００）、李祥云（２０２０）的题项设计，包括４个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９２３。测量题项如“我认为２０１８年全面开展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工作之后，以下情况得到了改善：减少了部门／单位的重复性支出”。

控制变量。有研究发现教育部门、科协比发改委、党委部门更加积极参与
改革，即支出部门在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影响了改革成效（牟治平、肖汉宇，
２０１５）。个人所在部门的类型、受教育水平、职级、工作年限、工作学习经历等
都可能影响改革认知。因而，本文将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统一编码方式从
Ａ到Ｅ依次为１到５。

（三）信效度分析
由于本文的量表维度区分和题项设计均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因此运用

Ｍｐｌｕｓ８ ３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见表１。题项的标准化
因子载荷量ＳＴ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均大于０ ６ （ｐ ＜ ０ ０００），变量的组合信度ＣＲ均大于
０ ７，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ＡＶＥ
均大于０ ５，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变量的ＡＶＥ的平方根值均大
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１和表３），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１　 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信度（ＳＴ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 组合信度（ＣＲ） 收敛效度（ＡＶＥ） ＡＶＥ的平方根
ＥＦＦ ０ ８３９

!

０ ９５３ ０ ９２６ ０ ７５９ ０ ８７１

ＰＲＥ ０ ７５１
!

０ ９６３ ０ ９１７ ０ ７３７ ０ ８５８

ＲＥＳ ０ ９３０
!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１ ０ ９２９ ０ ９６４

ＬＥＡ ０ ８８９
!

０ ９４４ ０ ９５７ ０ ８４８ ０ ９２１

ＣＵＬ ０ ６１６
!

０ ８２４ ０ ７７８ ０ ５４２ ０ ７３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区别效度，本文进行了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
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拟合度之间的比较，结果见表２。可以发现，五因子模型的
拟合度指标显著优于其他模型，同样表明变量间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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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测量模型拟合度的比较
模型 因子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五因子 ＥＦＦ；ＰＲＥ；ＲＥＳ；ＬＥＡ；ＣＵＬ ３８９ ２５６ １４２ ２ ７４１ ０ ９６３ ０ ９５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１

四因子ＥＦＦ；ＰＲＥ ＋ ＲＥＳ；ＬＥＡ；ＣＵＬ ２６７６ ４２６ １４６ １８ ３３２ ０ ６２０ ０ ５５５ ０ １９５ ０ １６８

三因子ＥＦＦ；ＰＲＥ ＋ ＲＥＳ；ＬＥＡ ＋ ＣＵＬ ２８６４ １０２ １４９ １９ ２２２ ０ ５９２ ０ ５３２ ０ ２００ ０ １７８

双因子ＥＦＦ；ＰＲＥ ＋ ＲＥＳ ＋ ＬＥＡ ＋ ＣＵＬ ３２６８ ８１７ １５１ ２１ ６４８ ０ ５３２ ０ ４７０ ０ ２１３ ０ １６３

单因子ＥＦＦ ＋ ＰＲＥ ＋ ＲＥＳ ＋ ＬＥＡ ＋ ＣＵＬ ３９２４ ８２８ １５２ ２５ ８２１ ０ ４３３ ０ ３６２ ０ ２３４ ０ １６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通过变量分页填写方式来事前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但问卷仍是由研究

对象一次性填写完成，难以完全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为了检验是否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综合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因子模型比较
法以及ＵＬＭＣ法进行事后检验。首先，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将测量题项
纳入一个变量进行无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在未指定抽取因子数量的情况下得到５
个初始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４４ ９６９％，
未达到５０％的临界标准（Ｂｅｎｍｏｈａｍｅ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其次，采用因子模型比较
法检验五因子模型是否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表２的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的拟
合情况十分不理想，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最后，采用
ＵＬＭＣ法进行检验。构造一个共同方法偏差虚拟因子，加入共同方法偏差虚拟因
子的模型（χ２ ／ ｄｆ ＝ ２ １７３；ＣＦＩ ＝ ０ ９７８；ＴＬＩ ＝ ０ ９７０；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１；ＳＲＭＲ
＝ ０ ０２４）与未加入的模型（χ２ ／ ｄｆ ＝ ２ ７４１；ＣＦＩ ＝ ０ ９６３；ＴＬＩ ＝ ０ ９５５；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２；ＳＲＭＲ ＝ ０ ０４１）相比，拟合度指标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ＣＦＩ和ＴＬＩ提高
幅度不超过０ １，ＲＭＳＥＡ和ＳＲＭＲ降低幅度不超过０ ０５）（温忠麟等，２０１８）。总
体而言，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３。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感知到的改革成效、制度压力、领导行为以及规则
导向型文化水平较高，而感知到的资源禀赋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制度压力、
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资源禀赋与改革成效之间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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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偏差 ＥＦＦ ＰＲＥ ＲＥＳ ＬＥＡ ＣＵＬ

ＥＦＦ ２ ５ ４ １５１ ０ ５８９ １

ＰＲＥ ２ ５ ４ ２０９ ０ ５８４ ０ ５８３
 １

ＲＥＳ １ ５ ３ ４８２ ０ ９７９ ０ ３２７


０ １８５
 １

ＬＥＡ ２ ５ ４ １７７ ０ ５６２ ０ ５２８


０ ６３２


０ ３６６
 １

ＣＵＬ ２ ５ ４ １２５ ０ ６０２ ０ ３５５


０ ３６６


０ ２５７


０ ４２６
 １

注：ＥＦＦ、ＰＲＥ、ＲＥＳ、ＬＥＡ、ＣＵＬ的数值计算分别为对应题项的均值，如ＥＦＦ ＝ （ＥＦＦ１ ＋
ＥＦＦ２ ＋ ＥＦＦ３ ＋ ＥＦＦ４） ／ ４。、和分别表示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由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０ ７，表明不存
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运用ＳＰＳＳ２２进行共线性诊断，结
果显示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小于３，也表明共线性问题可忽略不计。

（二）直接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ＳＰＳＳ２２软件构造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规则

导向型文化、资源禀赋对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直接影响，结果见表４。
除了控制变量采用已有编码方式纳入模型分析之外，其他变量均采用对应题项
取平均值的方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制度
压力、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均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即Ｈ１、Ｈ２和Ｈ３成立。此外，资源禀赋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同样呈现
出显著积极影响。

表４　 直接效应检验

变量 ＥＦＦ （ｍｏｄｅｌ １） ＥＦＦ （ｍｏｄｅｌ 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ＰＲＥ ０ ４１６ ０ ０４７ ０ ４２３ ０ ０４８
ＣＵＬ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０

ＬＥＡ ０ １７６ ０ ０５３ ０ １６４ ０ ０５３

ＲＥ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７ ０ ０２４

常数项 ０ ９５６ ０ １９０ １ ４３３ ０ ２８７

控制变量 不含 含
样本量 ４５５ ４５５

Ｒ２ ０ ４１５ ０ ４３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 ４１０ ０ ４１６

Ｆ ７９ ８７７ ２７ ９７２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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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中的Ｍｏｄｅｌ ６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设为５０００，置信

区间为９５％），检验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的简单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效
应，结果见表５。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制度压力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直接
效应（０ ４００）与总效应（０ ５８８）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规则导向型文化在制
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０ ０４１，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和改革成效
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０ １２７，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的
链式中介效应值为０ ０１９，同样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加入控制变量时，制度压力
对改革成效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仍然显著为正；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的
简单中介以及链式中介的效应值大小虽有细微变化，但置信区间均不包括０，三
条正向中介作用路径均成立。这表明制度压力除了直接正向影响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成效之外，还通过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间接正向影响改革成效，规
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即Ｈ４、Ｈ５、Ｈ６得到证实。

表５　 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ＳＥ）

置信区间（９５％）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ＳＥ）

置信区间（９５％）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ＰＲＥ→ＥＦＦ （总效应） ０ ５８８ ０ ０３９ ０ ５１２ ０ ６６３ ０ ５８１ ０ ０３９ ０ ５０４ ０ ６５８

ＰＲＥ→ＥＦＦ （直接效应） ０ ４００ ０ ０４８ ０ ３０５ ０ ４９５ ０ ４０５ ０ ０４９ ０ ３１０ ０ ５００

中介效应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Ｅ）

置信区间（９５％）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Ｅ）

置信区间（９５％）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ＰＲＥ→ＥＦＦ

（总中介效应） ０ １８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８ ０ ２８４ ０ １７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８７ ０ ２７１

ＰＲＥ→ＣＵＬ→ＥＦＦ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０

ＰＲＥ→ＬＥＡ→ＥＦＦ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４ ０ ２１０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５ ０ ２０４

ＰＲＥ→ＣＵＬ→ＬＥＡ→ＥＦＦ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

控制变量 不含 含
注：Ｎ ＝ ４５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设为５０００，置信区间为９５％，ＬＬＣＩ、ＢｏｏｔＬＬＣＩ为下限，Ｕ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为上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中的Ｍｏｄｅｌ ９０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设为５０００，置

信区间为９５％），检验资源禀赋是否分别在制度压力或领导行为与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成效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结果见表６。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制度压力与资
源禀赋的乘积项效应值为０ １９４，领导行为与资源禀赋的乘积项效应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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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２４８，置信区间都不包括０。加入控制变量时，上述两个乘积项效应值分别
为０ ２３４和－ ０ ２６２，置信区间同样都不含０。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制度压
力与资源禀赋的乘积项效应值都显著为正，而领导行为与资源禀赋的乘积项效
应值都显著为负。这表明，资源禀赋正向调节了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积极影
响，Ｈ７得到证实；资源禀赋负向调节了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积极影响，Ｈ８ｂ
得到证实。总的来说，在资源禀赋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制度压力对县级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积极影响效应越大，而领导行为对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
效的积极影响效应就越小，即资源禀赋强化了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
抑制了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

表６　 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ＳＥ）

置信区间（９５％）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ＥＦＦ ＰＲＥ × ＲＥＳ ０ １９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１ ０ ２９８ ０ ０５１ ０ ３３１

ＬＥＡ × ＲＥＳ － ０ ２４８ ０ ０４６ － ０ ３３８ － ０ １５９ － ０ ３６１ － ０ １２１

控制变量 不含
ＥＦＦ ＰＲＥ × ＲＥＳ ０ ２３４ ０ ０５４ ０ １２８ ０ ３３９ ０ ０８７ ０ ３７２

ＬＥＡ × ＲＥＳ － ０ ２６２ ０ ０４６ － ０ ３５２ － ０ １７２ － ０ ３７７ － ０ １３３

控制变量 含
注：Ｎ ＝ ４５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设为５０００，置信区间为９５％，ＬＬＣＩ、ＢｏｏｔＬＬＣＩ为下限，Ｕ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为上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进一步确认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检验制度压力、领导行为

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在不同资源禀赋水平下所呈现的关系①。首先，分析不
同资源禀赋水平下，制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的关系。未加入控制变量，当资
源禀赋处于较低水平（ＭＥＡＮＳＤ）时，制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呈现显著正向
关系，效应值为０ ２５７；当资源禀赋处于中等水平（ＭＥＡＮ）时，制度压力与改
革成效之间仍呈现显著正向关系，效应值增加为０ ４４８；当资源禀赋处于较高水
平（ＭＥＡＮ ＋ ＳＤ）时，制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也是呈现显著正向关系，效应
值进一步增加为０ ６３８。加入控制变量后，不同的资源禀赋水平下，制度压力对
改革成效之间同样都呈现正向积极影响，并且影响程度随资源禀赋水平上升而
逐渐增加。其次，分析不同资源禀赋水平下，领导行为与改革成效之间的关系。
未加入控制变量，当资源禀赋水平较低时，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效应值为
０ ３６７，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当资源禀赋为中等水平时，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
效应值降低为０ １２３，仍呈现显著正向关系；但当资源禀赋水平较高时，领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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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改革成效的效应值降低为负值且不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随着资源禀
赋水平的提升，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效应同样有所减弱，并且较高
资源禀赋水平下的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积极作用将会消失。这再次证实了Ｈ７
和Ｈ８ｂ。

此外，本文采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检验资源禀赋是否调节了领导行为
的简单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①。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资源禀赋在制度压力、
领导行为、改革成效这一简单中介路径中，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均显著为负
（－ ０ １３１和－ ０ １３８，置信区间不含０）；在制度压力、组织文化、领导行为、
改革成效这一链式中介路径中，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也均显著为负（都约为
－ ０ ０２０，置信区间不含０）。进一步分析，随着资源禀赋水平的提升，两条中
介路径的效应值逐渐降低。其中，当资源禀赋处于较低和中等水平时，两条中
介路径的效应值都显著；而当资源禀赋处于较高水平时，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
值都不再显著。这表明领导行为的中介作用确实受到了资源禀赋的调节。在中
低水平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制度压力仍可以通过强化领导行为或通过提升规则
导向型文化来强化领导行为，进而达到提升改革成效的目的。但在较高水平的
资源禀赋条件下，制度压力难以通过上述两条路径达到提升改革成效的目的。
这与经济财政压力较小的部门或单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动力较小的现实情
况相吻合（赵早早、何达基，２０１９）。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为研究视角，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制度

压力影响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
如下。

第一，制度压力、资源禀赋、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均对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成效产生了直接积极影响。制度压力越大、资源禀赋越丰富、规则导向
型文化氛围浓厚、领导积极参与或支持改革的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县级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取得较好成效。

第二，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
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制度压力除了通过规则导向型文化提升改革成效之外，还
可以通过积极的领导行为提升改革成效。并且，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在
制度压力与改革成效之间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

第三，不同的资源禀赋水平下，制度压力或领导行为对县级预算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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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程度发生变化。具体来看，资源禀赋在制度压力与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产生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领导行为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成效之间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换句话说，资源禀赋强化了制度压力对改革
成效的积极作用，但抑制了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积极作用。另外，在含有领
导行为的简单中介路径（制度压力→领导行为→改革成效）和链式中介路径
（制度压力→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改革成效）之中，资源禀赋也发挥了
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积极影响在资源支持下更为
突出，但拥有过于充裕的资源会抑制领导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积极动力。

（二）研究贡献
第一，细化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聚焦“制度压力－

改革成效”这一主线，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发现了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资源禀
赋、规则导向型文化等对改革成效产生了直接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探究了制
度压力除了直接作用于改革成效之外，还通过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间接
影响改革成效，厘清了制度压力影响改革成效的作用机制。

第二，丰富了县级层面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提出“到
２０２２年底市县层面要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然而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现有研
究较少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针对县级层面负责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的财
务或绩效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一手数据开展定量分析，实证检验了关键因
素对改革成效的实际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第三，丰富了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本文
将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中，构建制度压力、规则
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资源禀赋影响改革成效的假设模型，契合中国县级政
府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现实情境。即县级政府不仅面临着实施改革的多重
制度压力，还需要应对资源禀赋相对较弱的实际困境。

（三）政策启示
第一，着重关注制度压力和领导行为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积极影响。

在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中，制度压力、领导行为是影响改革成效的相对
重要因素。一方面，这与绩效立法或行政要求可以增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合
法性和持续性（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相契合。另一方面，这与发展环境较弱的地
区，主要采取以地方官员重视为核心的权威引领模式来提升改革成效（李佳鹏、
王红梅，２０２２）相符合。在强化制度压力方面，除了以县委县政府名义颁布改
革政策文件之外，县级层面还可以制定相应的工作规程或操作细则，完善预算
绩效管理政策体系。在领导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方面，县级政府主管领导以及
各部门单位领导可以通过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开展专项调研以及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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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关指示批示等方式参与支持改革工作，助力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第二，特别关注组织文化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直接和间接积极影响。

本文发现，规则导向型文化不仅对改革成效产生了直接正向影响，还在制度压
力与改革成效、制度压力与领导行为和改革成效之间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
无处不在的规则导向型文化对改革提质增效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另外，组织
认同以绩效为基础或绩效驱动的预算管理，构建基于绩效的组织文化，将其视
为组织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减少策略性博弈现象，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有
效性具有作用（Ｈｏ，２０１８）。由此，县级层面须同时注重规则导向型文化与绩
效导向型文化的培养，强化工作人员对尊重权威意见、遵守制度规则、关注程
序规范与合理分工等的深入认同，提升工作人员对“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认知理解，进一步帮助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

第三，审慎关注资源禀赋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直接积极影响以及与
其他因素互动产生的复杂影响。本文发现，资源禀赋对改革成效产生了直接正
向影响，强化了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积极作用，却也削弱了领导行为对改革
成效的积极作用。此外，资源禀赋在“制度压力→领导行为→改革成效”这一
简单中介路径以及“制度压力→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改革成效”这一
链式中介路径中，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均显著为负，即资源禀赋削弱了简单
和链式中介的正向作用。在实践中，大多数县级政府部门或单位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面临着人手不够、事多人少、财政压力大、信息
化应用不成熟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改革成效。正如政府在极端贫困阶段可能会
因资源和能力不足而放弃推进改革，在经济富裕阶段可能会因财政充裕而缺乏
改革动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最可能在经济或财政有些下行压力且仍有充足资
源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赵早早、何达基，２０１９）。由此，综合考虑资源禀赋、
制度压力、领导行为与改革成效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县级政府须定位合适的
资源供给水平。未达到该水平时，可适度增加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已
达到该水平时，不宜再增加资源投入，以免资源禀赋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不
利于改革成效的持续提升。

（四）不足与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变量测量以个人主观感知

为主，尽管以事前控制和事后检验的方式说明了共同方法偏差没有带来严重影
响，但是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和资源禀赋等变量的测量仍需要客观数据的支
持。其次，限于样本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主要依托课题组开展的预算绩效管理
相关研究收集样本数据，调查对象为西北Ｇ省的县级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负责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相关财务或绩效人员，中东部地区的县级层面样本数据未
能被纳入分析。最后，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个人层面，但个人层面的数据未能充
分整合到部门或单位组织层面。基于以上三点，本研究后续将从以下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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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首先，开发新的变量测量方式，以客观数据定量检验制度压力、资
源禀赋、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之间的关系。其
次，将样本对象扩展到中东部地区，收集中东部地区县级层面的相关数据，进
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收集组织层面数
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整合个人和组织层面的数据，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改革
成效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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